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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的双元路径及其关联机制(
——基于宁波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发现
■龙建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广东广州；510635）
摘  要：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特别是随着国内新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兴起，从全要素生产率（TFP）视角深入探讨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本文以宁波市的序贯发展历程为关注焦点，通过分析并检验其中TFP发展的主要表征、典型路径及关键影响因子，以期总结经验得失，同时亦为提升城市发展TFP提供本土经验和决策启示。以索洛余值法测度宁波市经济增长中的TFP贡献率，研究发现，当前宁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驱动，TFP驱动经济发展的成效仍待提高。从促成经济增长的“输血”与“造血”两方面凝练TFP的发展路径，实证结果还显示，“造血式”路径中的人力资本和R&D投入对TFP有促进作用，“输血式”路径中的出口贸易对TFP有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和FDI对TFP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对TFP的影响上，“造血式”路径指标和“输血式”路径指标的两两交互项均呈现显著的互补效应，这意味着，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应协同推进“造血式”路径和“输血式”路径，最终在其间的有机关联互动中整体提升经济增长中TFP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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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Path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Finding Based on TFP in Ningbo

LONG Jian-hui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uangzhou, 51063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ic has a deep adjustment, especially, the Supply-side reform is rising in our nation, deeply explore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which driven by innovation i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vision is very valuabl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focus on sequen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ingbo, analyzing and inspecting main characterization, typical path and critical impact factors of the process, in order to sum up experience, merits and demerits, also provide local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 of decision-making for developing TFP in Ningbo. Measuring TFP contribution in economic growth of Ningbo by Solow residual method, through the research, we can find that economic growth of Ningbo is driven by capital and labor elements,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driven by TFP factors is remain to be improved. Condensing development path of TFP through two aspects--Blood transfusion and Hematopoiesis, which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nd R&D investment in Hematopoiesis aspect can promote TFP, and export trade in Blood transfusion aspect has a positive effect to TFP, while the influence of  import trade and FDI is negative. Further research shows，the interaction terms between Hematopoiesis aspect metrics and Blood transfusion aspects metrics which affect TFP present complementarity, which means, Hematopoiesis and Blood transfusion should be promoted at the same time for achieving development that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finally, upgrading TFP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growth of economy comprehensively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aspects’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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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负面影响较大，国内需求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而以金砖国家（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凭借强劲的国内市场需求和适宜的经济刺激政策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当然，发达国家通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国内需求不足和结构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更为重要的是，凭借人力资本和研发优势，2013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陈强和霍丹，2013；白井小百合，2014）[1][2]。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考验，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动力而进入减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给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的机会，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得到一定改善和提高，但是市场未能换来国外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取而代之的是不入流或二流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创新能力，这种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吸引外资的发展方式本身存在很多问题，短期内依靠高投入可以实现高产出，但企业利润低下、资源能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突出，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蕾，2013）[3]。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政府由此失去要求外资企业必须以技术转让、产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等为前提条件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律依据，要求外商转让技术的谈判空间越来越小，“以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宣告终结，并开始向自主创新的时代过渡。
由此可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提升，而生产力增长的三大驱动因素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即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如改变产品的各种创新）。这里的技术进步是广义的，是经济增长中资本、劳动力无法解释的部分，即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写为TFP），而且TFP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新近国内兴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明确提出以提高TFP为目的，进而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高要素投入难以持续的背景下，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但受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限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仍不够强（崔有祥等，2013）[4]。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历史教训均表明：中国现阶段单纯依靠国际贸易、FDI等“外源动力”，生产力很难获得实质性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本和研发能力短时间也难以大幅提升，单纯依靠“内源动力”，生产力同样难以有新突破。换言之，TFP增长的“內源动力”与“外源动力”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彼此融合的。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从系统、关联而不是局部、孤立的视角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中TFP的作用，可以为廓清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提供依据，可以为解构TFP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思路，也可以弥补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在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中的不足。
为此，本文以宁波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宁波是一个港口城市，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这为观察“外源动力”驱动经济向TFP转型提供了有利窗口，另一方面作为沿海先驱发展城市，其发展经验也有助于为后进城市提供本土借鉴和决策参照，更重要的是，2006年，为响应国家和浙江省关于科技工作的统一部署，宁波市委、市政府提出在2020年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的目标，同时在人力资本、研发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举措。
在10年左右时间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一批高水平的专利和一批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宁波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其科技促进经济转型的发展思路备受重视和关注，凝练宁波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亦成为全国各地建设“创新型”城市亟待关注的焦点。
2  理论与假设
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TFP的增长，一般来说，产出的增长扣除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增长之外就是TFP的增长，也称之为“索洛余值”（Lipsey & Carlaw，2004；蔡昉，2013）[5][6]。尽管如此，很多研究还是没有区分TFP和技术进步，简单地把TFP等同于技术进步（有的研究称为科技进步或狭义技术进步）。事实上，国内很多学者研究经济增长中的广义技术进步贡献率，就是TFP贡献率（周方1997；曹吉云，2007）[7][8]。

2.1  经济增长中TFP及其贡献度
本研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理论依据计算宁波市经济增长中的TFP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将数学方法引入生产分析，自此生产函数从纯理论研究转向了经验性分析，这一突破奠定了生产函数领域的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C-D生产函数的一般表达式为：Yt=AtKt(Lt(，可见，资本、劳动力和TFP是引起产出变化的三个因素，其中，Y为产出，K为固定资本的投入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为固定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A表示TFP，t表示时间。
Slow（1957）[9]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创立了增长速度模型，通过“余值法”测度TFP贡献率。他将C-D生产函数经过对数化、对时间t求导等梳理推导得出“索洛余值”：a=y-(k-(l，等式两边同时除以产出y得到（1）式，表示经济增长中的TFP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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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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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TFP、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EA即TFP贡献率，直接反映了TFP对经济增长影响，反映TFP在产出增长中贡献率的大小或所占比重。由于TFP增长率没有统一的衡量方法，造成最终计算出来的TFP贡献率差异很大，“索洛余值”其实是一种间接计算TFP贡献率的方法。EK和EL分别表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输血式”路径
“输血式”路径是指依靠本地以外的“输入性”能力以提高TFP水平的方法，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外源动力”，本研究主要指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FDI。根据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一国通过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FDI可以间接地对本国的TFP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1）进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进口贸易影响进口国TFP的途径主要有两类：一是溢出效应。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传导渠道（Keller，2000；）[10]。国外的研发通过进口传导机制影响进口国的TFP，并且随着进口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影响程度越深（Coe & Helpman，1995）[11]。而通过中间品进口，进口国的生产力水平会借助于其贸易伙伴的研发效应和技术扩散得到提高（Grossman & Helpman，1991）[12]。发展中国家更可以通过模仿进口贸易产品所承载的新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Connolly，1999）[13]。二是竞争效应。Lawrence & Weinstein（1999）[14]利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中进口与TFP的数据，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TFP水平的提高。Pavcnik（2002）[15]利用智利企业的数据，从低效率企业退出的角度，发现进口极大地促进了进口竞争部门的TFP，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部门的TFP。来自韩国的证据表明进口与TFP增长正相关，进口对TFP增长的正相关不仅仅来自于消费品进口带来的竞争压力，而且源自于嵌入在资本商品进口的技术转移和源自于发达国家的进口（Kim et al., 2009）[16]。
（2）出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出口提高TFP源于四种渠道：一是规模效应。出口贸易可以使本国市场拓展到国外，促使企业增加生产规模，进而促进TFP的增长（Helpman & Krugman，1985）[17]；二是竞争效应。出口企业为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被迫持续改进技术和提高产品标准，迫于国际市场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赖明勇等，2004）[18]；三是学习效应。企业接触国际市场接受技术和知识溢出、国际化标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出口贸易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促进一国TFP的提升（Grossman & Helpman，1991）[12]；四是溢出效应。出口能通过知识溢出提高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是组成TFP的最重要元素（Liao et al., 2012）[19]。出口也会通过对前后产业的技术溢出来提升出口相关产业的生产率（Raberto & Ricardo，2008）[20]。
（3）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三种方式提高本地的TFP：一是学习效应。本地企业通过引进FDI可以向国外企业学习和模仿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同时可以促进行业内人员的流动（Kinoshita，2000）[21]；二是溢出效应。FDI企业与本地企业建立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前后向关联对本地企业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FDI，这种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Thompson，2002）[22]。三是竞争效应。FDI进入本地市场会给本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从而迫使本地企业进行技术升级（Bayoumi et al.，1999）[23]。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全要素生产率能够通过“输血式”路径得到有效提高。具体来说，进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出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FDI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
2.3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造血式”路径
“造血式”路径指的是主要依靠本地的“内生性”资源力量以提高TFP水平的方法，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内源动力”，本研究主要指提高研发（R&D）能力和培育人力资本。
（1）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增长理论认为，TFP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核心作用，而人力资本是影响TFP的最关键要素之一（Romer，1986；Lucas，1988）[24][25]。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TFP：一是通过决定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对TFP产生影响（Wei & Hao，2011）[26];二是人力资本将直接影响本国（地区）对国外研发成果的学习和模仿能力（Nelson & Phelps，1966）[27]。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许和连等（2006）[28]发现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直接。
（2）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TFP增长的驱动力，而研发活动可以带来新产品和新工艺，是技术变革的主要来源，反映了技术进步的情况，其效率被看作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之间的转换关系（李晓钟和王倩倩，2014）[29]。除国外的研发成果通过出口贸易、FDI等途径对东道国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之外，本地研发（R&D）投入能够创造和积累知识，具有促进技术进步及生产创新的功能，从而成为提高TFP的重要途径（Dhehibi et al.，2014；）[30]。由于技术知识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R&D投入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TFP的增长（孙晓华等，2012）[31]。也就是说，某一行业的R&D活动不仅会促进本行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而且会通过溢出效应带来相关部门的生产率提升（Henderson et al.，1998；夏良科，2010）[32] [33]。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全要素生产率能够通过“造血式”路径得到有效提高。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
2.4  “输血式”路径与“造血式”路径的关联机制
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既是“造血式”路径的构成因素，同时也是度量“吸收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将外溢的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重要因素（尹宗成等，2008 [34]。因此，“造血式”路径的构成因素具有“双重能力”，一是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二是反映一国或地区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89）[35]。虽然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通过“输血式”路径和“造血式”路径获得一定改善与提高，但是两者对TFP的交互影响取决于“造血式”路径的第二重能力——吸收能力。
（1）人力资本与“输血式”路径构成因素的关联性。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是衡量吸收能力的必备条件之一，而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越明显（Nelson & Phelps, 1966）[27]。（1）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作用。FDI所导致的先进技术转移依赖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Keller，1996）[36]。很多学者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受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影响（尹宗成等，2008）[34]。而在发展中国家，只有人力资本积累快速增长，FDI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Borensztein et al., 1998）[37]。（2）人力资本与进口贸易的交互作用。一个经济体要想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除了提高进口品的技术密度外，还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黄繁华和王晶晶，2014）[37]。很多学者采用进口贸易相关变量与人力资本变量进行交互后作为解释变量归入增长回归或TFP增长回归模型之中，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进口具有正交互效应（刘振兴和葛小寒，2011）[39]。（3）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的交互作用。干中学（Learnling By Doing）等理论认为出口使企业接触到更先进的信息、技术、管理经验等，使企业在出口中学习，从而提高企业的TFP，出口企业导致外溢效应，使得国内的无出口企业采用它们的技术，学习它们的经验等，从而促进国内整体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 & Helpman，1991）[12]。因此，出口企业会雇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出口和人力资本积累相互加强了彼此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于红霞和陈玉宇，2010）[40]。
（2）研发投入与“输血式”路径构成因素的关联性。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的研发投入，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他国家研发行为的影响，如国际贸易、FDI、跨国并购等技术溢出渠道（于燕和杨志远，2014）[41]。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Cohen ＆ Levinthal，1989）[35]。（1）研发投入与FDI的交互作用。FDI与研发投入对产出具有积极的相互激励作用，这是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示范效应（尹宗成等，2008）[34]。但是，东道国较低的研发吸收能力会抑制生产率的增长，研发和FDI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来源分别为研发的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不是技术扩散（张海洋，2005）[42]。（2）研发投入与进口贸易的交互作用。进口国的生产率会由于贸易伙伴的研发活动与技术扩散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该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Coe & Helpman, 1995）[11]，但具体促进程度受到进口国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朱承亮，2014）[43]。进口企业可以利用进口品获取国际市场动态、产品质量控制以及新技术发展等方面的有效信息，如果进口的资本品进入国内研发部门，研发人员也可以通过边干边学，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逐渐培养和提高自主研发能力（马颖和李成，2013）[44]。（3）研发投入与出口贸易的交互作用。研发活动和出口活动都能够促进企业学习、吸收和创造知识，所不同的是研发活动在企业内部进行知识的生产、学习和转化；出口则从外部获取新知识，如国外的消费者偏好、新技术和新产品信息等（汤学良等，2015）[45]。有很多研究表明，出口企业更有可能加大研发投入，相对于不出口企业，出口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一方面，出口企业的利润高于不出口企业，能够支持更多的研发；另一方面，出口企业因为更大的市场，能够从研发成果中获取更大收益（Bustos，2011；耿强和吕大国，2015）[46][47]。基于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中，“输血式”路径指标（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FDI）和“造血式”路径指标（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存在交互效应，即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或者替代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回归模型的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TFP的决定因素主要有进口贸易、出口贸易、R&D投入、FDI和人力资本。此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对TFP增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借鉴Berument et al.（2011）[48]的研究模型，把通货膨胀、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三个指标作为影响TFP的控制变量。为了降低模型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据此，可以建立TFP的影响因素模型和关联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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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port代表进口额，Export代表出口额，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Human_cap代表人力资本，R&D代表研发投入；Trans代表“输血式”路径变量，可以是进口额、出口额或FDI，Hemat代表“造血式”路径变量，可以是人力资本或研发投入；Control1代表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开放度（Economic_open），通货膨胀率（CPI）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Financial_mar）；Control2除了包括Control1之外，还包括没有参与交互的部分“输血式”路径变量和“造血式”路径变量。
3.2  变量定义与度量
由于测度经济增长中TFP贡献率采用的是索洛余值法，其中度量资本、劳动力需要一些处理技巧，下面详细加以说明。而模型（2）和模型（3）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变量定义。
表1  变量定义
	名称
	符号
	定义

	资本
	K
	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Kt=It+(1-δ)Kt-1

	劳动力
	L
	采用劳动者报酬衡量，即全社会从业人员与人均年工资的乘积

	全要素生产率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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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贸易
	Import
	用口岸进口额代理

	出口贸易
	Export
	用口岸出口额代理

	外商直接投资
	FDI
	用历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代理

	人力资本
	Human_cap
	指人力资源中的专业技术人才

	研发投入
	R&D
	指每年的R&D经费支出

	经济开放度
	Economic_open
	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

	通货膨胀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我国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Financial_mar
	使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加以度量


（1）资本的度量方法。本研究将主要测算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但由于宁波市现存统计资料中不存在资本存量的总量和结构数据，因此，本研究将采用OECD国家广泛采用的永续盘存法作为估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对过去购置并在使用期限内的投资进行累计来得到总资本存量，之后从总资本存量中扣除折旧来得到净资本存量。其计算公式为：

Kt=It+（1-δ）Kt-1                                     （4）
其中，Kt和It分别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δ是固定资本折旧率。公式中，需要确定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二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三是固定资产折旧的确定。固定资本主要有两种统计口径：一种是固定资产投资；另一种是新增固定资产，根据历年《宁波统计年鉴》，可以直接获得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新增固定资产的年度数据。《浙江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环比）从1997年已经开始统计，而本研究所需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折旧借鉴单豪杰（2008）[49]方法，直接采用不变折旧率10.96%。
（2）劳动力度量方法。劳动力投入量是指与产出量直接相关的劳动人数。相比较而言，国民经济核算资料中的劳动者报酬是衡量劳动力较为理想的指标。用劳动者报酬作为劳动投入量测算的TFP贡献率明显小于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测算的结果，前者的结果只相当于后者的1/5-2/5之间（何锦义等，2006）[50]。因此，使用劳动者报酬（全社会从业人员与人均年工资的乘积）作为劳动力的度量指标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更为可靠。
3.3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宁波市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产出（GDP）、资本、劳动力和弹性系数(和(都已知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公式（8）直接计算出TFP的值；经济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DP；CPI、GDP、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和FDI数据来源《宁波统计年鉴》；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均汇率代理，其数据来源于和讯网；
 R&D数据来源于《宁波统计年鉴》和宁波市科技局调研数据；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于宁波市科技局、宁波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和调研数据。
3.4  弹性系数的求解方法

根据C-D函数模型与索洛余值的计算方法，在模型的各项指标值确定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模型参数的估计（即参数(、(）。对于C-D函数来说，计算结果对于弹性系数取值水平非常敏感，弹性系数的取值变化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差异。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求解弹性系数。
3.4.1  比值法
即利用与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有关的数据计算两者的比值。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增价值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为劳动的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营业盈余已扣除工资和福利等）可看作为资本的收入，而生产税净额是对于生产活动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认为属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创造的收入。假定生产税净额中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份额分别为α和β。同时，根据生产函数的偏导数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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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根据投入产出表中新增价值这块投入、产出量之间的比值来计算α和β值。因为，我们假定前提是α+β＝1，这里对β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β=劳动力产出/总产出=（劳动力报酬+β×生产税净额）/增加值
增加值是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上式经过变形得出：
	β=
	劳动者报酬
	        （6）

	
	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3.4.2  回归法
回归分析是研究相关关系的有力工具，可以判别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并以一组实际统计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为依据，近似的确定这些变量间的数量关系。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实际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与价格是逐期变化的，因而利用比值法计算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也应该是时变的。但是，利用C-D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和(值是固定常数，它们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如五年、十年）的一个平均产出弹性水平，未能反映不同年份资本和劳动力的收入份额的变化。因此，该方法仅适用于估计一段时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的均值贡献率,但是用于估计年度贡献率很可能是有偏的甚至有误的。
4  实证结果
4.1  TFP对宁波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本研究介绍了两种求解弹性系数(和(的方法，其中，比值法得出的弹性系数用于TFP对宁波经济增长“年度贡献率”的求解，回归法得出的弹性系数用于“均值贡献率”的求解。
4.1.1  用比值法求解弹性系数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办法，GDP是各行业的增加值构成的，具体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根据公式（5）和公式（6）计算得出弹性系数α和(各年度的值如下表所示：
表2  2000-2014年各年份的弹性系数
	年份
	(=1-(
	(

	2000年
	0.4556
	0.5444

	2001年
	0.4384
	0.5616

	2002年
	0.4631
	0.5369

	2003年
	0.4849
	0.5151

	2004年
	0.5328
	0.4672

	2005年
	0.5392
	0.4608

	2006年
	0.5257
	0.4743

	2007年
	0.5526
	0.4474

	2008年
	0.4939
	0.5061

	2009年
	0.5423
	0.4577

	2010年
	0.5303
	0.4697

	2011年
	0.4938
	0.5062

	2012年
	0.4564
	0.5436

	2013年
	0.4955
	0.5045

	2014年
	0.4911
	0.5089


注：(、(利用历年限上企业数据估算而得。
4.1.2  用回归法求解弹性系数
回归分析是研究产出弹性最理想的方法，但有时候受数据质量影响无法满足计量模型的假定（何锦义等，2006；何锦义，2012）[50][51]。本文采用曹吉云（2007）[9]的做法，借鉴配第-克拉克定律，
以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TFP的替代变量，以宁波2000-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采用三种模型比较之下近似确定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

模型1中参数(+(=1.011≈1，模型2中参数(+(=0.775<1，模型3中的(+(=1.447>1，三个模型的弹性系数之和只有模型1最接近于C-D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模型2考虑用时间趋势项替代TFP，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模型3不考虑TFP水平，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影响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模型1说明了使用第三产业人数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替代TFP水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验证了C-D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此外，三个模型中模型1的R2为0.970，拟合效果是最好的，此外，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而且存在协整关系，变量的平稳性验证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表3  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比较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α
	0.583***

（4.223）
	0.432***

（10.275）
	0.756***

（16.572）

	β
	0.428***

（7.626）
	0.343***

（6.351）
	0.721***

（7.526）

	γ
	0.814***

（9.657）
	
	

	时间趋势项
	
	0.078*

（4.264）
	

	常数项
	
	
	-4.278**

（-4.483）

	AR(1)
	0.124

（3.312）
	0.075

（4.273）
	0.247

（6.972）

	R2
	0.970
	0.963
	0.892

	S.E.
	0.195
	0.187
	0.215

	D-W
	1.974
	1.671
	1.775


注：（1）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2）AR（1）为滞后1期的误差项；（3）*、**、***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4.1.3  TFP的贡献率计算结果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采用一个周期来测算TFP贡献率更合理（葛虹和冯英浚，2004）[52]。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4年和2001-2014年是利用平均增长速度计算的贡献率结果，这一数据的计算是TFP贡献率测算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处理工作，一般情况下，在测度TFP贡献率时，多用水平法来计算平均增长速度。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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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t-计算期t年的产出；Y0-基期的产出；t-计算期与基期间隔的年份。
表4  2001-2014年要素投入与产出增长率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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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0.1172
	0.2295
	0.1250

	2002年
	0.1365
	0.1122
	0.1894

	2003年
	0.2036
	0.4166
	0.2087

	2004年
	0.2059
	0.2769
	0.1670

	2005年
	0.1602
	0.2558
	0.1662

	2001-2005年
	0.1642
	0.2545
	0.1709

	2006年
	0.1745
	0.1834
	0.0432

	2007年
	0.1893
	0.0260
	0.2434

	2008年
	0.1544
	0.0721
	0.0612

	2009年
	0.0970
	0.2908
	0.0427

	2010年
	0.1926
	0.0114
	0.1413

	2006-2010年
	0.1610
	0.1119
	0.1037

	2011年
	0.1736
	0.1592
	0.2741

	2012年
	0.0863
	0.0532
	0.1029

	2013年
	0.0831
	0.3458
	0.0880

	2014年
	0.0664
	0.0215
	-0.0220

	2011-2014年
	0.1016
	0.1382
	0.1058

	2001-2014年
	0.1448
	0.1686
	0.1279


根据上表的数据，利用资本、劳动力和TFP对产出贡献率的计算公式（1），我们可以逐渐计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年度贡献率以及各时期投入要素的均值贡献率。聚合贡献率是年度贡献率的总和，更能反应TFP在一段时间的产出贡献，根据测度结果，“十五”期间TFP的聚合贡献率为-30.76%，“十一五”期间出现正增长趋势，TFP的聚合贡献率达到20.89%，“十二五”期间TFP的聚合贡献率为-19.20%（截至2014年底），2001-2014年期间TFP的聚合贡献率为-9.01%，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各时期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率之和基本在80%以上，由此可以判断，未达到2006年提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5%的目标，“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仍然是宁波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
表5  2001-2014年资本、劳动力和TFP贡献率
	年份
	贡献率
	资本（%）
	劳动力（%）
	TFP（%）

	2001年
	年度
	0.8585
	0.5990
	-0.4574

	2002年
	
	0.3807
	0.7450
	-0.1256

	2003年
	
	0.9922
	0.5280
	-0.5202

	2004年
	
	0.7165
	0.3789
	-0.0955

	2005年
	
	0.8610
	0.4781
	-0.3390

	2001-2005年
	均值
	0.9036
	0.4455
	-0.3491

	
	聚合
	0.7618 
	0.5458 
	-0.3076 

	2006年
	年度
	0.5525
	0.1174
	0.3301

	2007年
	
	0.0759
	0.5753
	0.3488

	2008年
	
	0.2306
	0.2006
	0.5688

	2009年
	
	1.6258
	0.2015
	-0.8273

	2010年
	
	0.0314
	0.3446
	0.6240

	2006-2010年
	均值
	0.4052
	0.2757
	0.3191

	
	聚合
	0.5032 
	0.2879 
	0.2089 

	2011年
	年度
	0.4528
	0.7992
	-0.2521

	2012年
	
	0.2813
	0.6482
	0.0705

	2013年
	
	2.0619
	0.5342
	-1.5961

	2014年
	
	0.1590
	-0.1686
	1.0096


	2011-2014年
	均值
	0.7930
	0.4457
	-0.2387

	
	聚合
	0.7388 
	0.4533 
	-0.1921

	2001-2014年
	均值
	0.6788
	0.3780
	-0.0569

	
	聚合
	0.6629 
	0.4272 
	-0.0901 







4.2  TFP的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为了减少回归结果的不稳定性，将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将对回归方程两边取对数化，以TFP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时间序列的多元线性回归。此外，为了提高数据的稳定性，本研究对数据先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再进行变量的回归分析，出于篇幅的考虑，在此仅呈现多元线性回归结果。结果表明，除经济开放度（Economic_open）指标之外，进口额（(=-3.63，sig=0.1）、出口额（(=6.35，sig=0.05）、R&D投入（(=9.67，sig=0.05）、FDI（(=-3.13，sig=0.05）、人力资本（(=16.60，sig=0.01）、通货膨胀率CPI（(=-7.37，sig=0.05）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5.20，sig=0.05）均对TFP变量产生显著影响。
从表6三个模型的比较来看，模型1有常数项，没有时间趋势项；模型2没有常数项，但有时间趋势项；模型3既有常数项，又有时间趋势项。模型1的Adj_R2=0.8063，模型2的Adj_R2=0.8057，模型3的Adj_R2=0.9747，可以看出，模型3的拟合度最好；而模型1的D-W=3.0165，模型2的D-W=3.0077，模型3的D-W=2.1953，可以得出模型3的D-W值最接近无序列相关的临界值，因此，模型3的回归结果效度最高。
表6  TFP的决定因素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Ln(Import)
	5.72**
（6.24）
	5.85***

（6.36）
	-3.63*

（-4.01）

	Ln(Export)
	2.01
（0.64）
	2.19

（0.78）
	6.35**

（8.29）

	Ln(FDI)
	-5.13**

（-3.53）
	-4.19**

（-4.43）
	-3.13**

（-6.54）

	Ln(Human_cap)
	4.76**
（4.25）
	6.33*

（2.37）
	16.60***

（19.10）

	Ln(R&D)
	-5.88
（-2.67）
	-7.96

（-1.91）
	9.67**

（4.53）

	Ln(Economic_open)
	-1.05*

（-3.28）
	-0.79*

（-2.32）
	-0.21

（-1.21）

	Ln(CPI)
	1.33**

（4.06）
	0.56**

（4.04）
	-0.67**

（-7.37）

	Ln(Financial_mar)
	2.46*

（2.27）
	2.98*

（2.28）
	-5.20**

（-6.36）

	时间趋势项
	
	-0.00*
（-2.93）
	-7.94***
（-12.32）

	常数项
	-0.27*

（-2.93）
	
	15.40***

（12.32）

	AR(1)
	-0.87*
（-2.69）
	-0.84*
（-2.64）
	0.37**
（9.44）

	Adj_R2
	0.8063
	0.8057
	0.9747

	S.E.
	0.4563
	0.4499
	0.1625

	D-W
	3.0165
	3.0077
	2.1953


注：（1）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2）AR（1）为滞后1期的误差项；（3）*、**、***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具体而言，“输血式”路径在提升宁波TFP水平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进口额、FDI均与TFP显著负相关，而出口额与TFP显著正相关，假设1部分通过检验；“造血式”路径在提升宁波TFP水平上作用显著，R&D投入、人力资本均与TFP显著正相关，假设2通过检验。通货膨胀率CPI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TFP显著负相关，而经济开放度与TFP负相关，但影响不显著。根据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口贸易和FDI均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Thompson，2002；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22][53]。本文的检验结果与一些学者就进口贸易和FDI技术外溢的检验结果相违背，这可能有三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目前宁波的FDI仍然以“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为主，这些外资仍是以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而非人力资本为目的，并且FDI涌入也必然伴随着其机器设备等资本品的进入，外资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提升值得怀疑（柯飞帆和宁宣熙，2006）[54]；二是宁波市对FDI和进口资本品的技术吸收能力比较低下；三是实际利用外资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例偏低。
4.3  “输血式”路径与“造血式”路径的交互效应
在人力资本和R&D的“双重角色”，特别是吸收能力角色的作用下，人力资本、R&D与“输血式”路径指标均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其中，进口贸易和人力资本（(=1.89，sig=0.01）、出口额和人力资本（(=1.89，sig=0.01）、FDI和人力资本（(=1.82，sig=0.01）对TFP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如表7所示）。进口贸易和R&D（(=1.66，sig=0.05）、出口额和R&D（(=1.72，sig=0.01）、FDI和R&D（(=1.72，sig=0.01）对TFP的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如表8所示）。因此，假设3通过检验。
从表7三个模型来看，模型4的Adj_R2=0.9669，模型5的Adj_R2=0.9978，模型6的Adj_R2=0.9814，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拟合度都很好；而且模型4的D-W=2.0564，模型5的D-W=2.5726，模型6的D-W=2.6606，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D-W值均比较接近无序列相关的临界值，因此，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表现出较高的效度。

从表8三个模型来看，模型7的Adj_R2=0.9344，模型8的Adj_R2=0.9863，模型9的Adj_R2=0.9913，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拟合度均很好；而且模型7的D-W=1.9998，模型8的D-W=2.2921，模型9的D-W=2.3025，三个模型的D-W值均比较接近无序列相关的临界值，因此，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也表现出较高的效度。
表7  人力资本与“输血式”路径指标的交互效应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Import)
	2.15**
（4.92）
	3.14***
（26.90）
	6.62***
（11.03）

	Ln(Import)×Ln(Human_cap)
	1.89***
（6.98）
	
	

	Ln(Export)
	1.52
（1.59）
	2.12***
（9.61）
	-0.34
（-0.48）

	Ln(Export)×Ln(Human_cap)
	
	1.89***
（28.85）
	

	Ln(FDI)
	-0.70
（-2.11）
	-1.74***
（-27.89）
	-1.35***
（-6.86）

	Ln(FDI)×Ln(Human_cap)
	
	
	1.82***
（9.70）

	Ln(Human_cap)
	-4.64**
（-3.63）
	-3.09***
（-11.47）
	-1.17
（-1.80）

	Ln(R&D)
	0.71
（0.51）
	-0.39
（-1.26）
	-3.09**
（-3.88）

	Ln(Economic_open)
	0.03
（0.26）
	-0.08*
（-2.86）
	-0.52***
（-7.21）

	Ln(CPI)
	0.05
（0.61）
	0.17***
（8.88）
	0.21**
（3.84）

	Ln(Financial_mar)
	-1.65**
（-3.86）
	-0.46***
（-5.09）
	0.37
（1.43）

	常数项
	-1.66***
（-7.19）
	-1.67***
（-29.83）
	-1.42***
（-10.09）

	AR(1)
	-1.02***
（-6.78）
	-1.13***
（-25.68）
	-1.13***
（-11.47）

	Adj_R2
	0.9669
	0.9978
	0.9814

	S.E.
	0.1812
	0.0463
	0.1358

	D-W
	2.0564
	2.5726
	2.6606


注：（1）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2）AR（1）为滞后1期的误差项；（3）*、**、***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8  R&D与“输血式”路径指标的交互效应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Ln(Import)
	2.36**
（3.56）
	3.24***
（10.28）
	6.42***
（15.89）

	Ln(Import)×Ln(R&D)
	1.66**
（4.75）
	
	

	Ln(Export)
	0.16
（0.10）
	0.38
（0.60）
	-1.68**
（-3.08）

	Ln(Export)×Ln(R&D)
	
	1.72***
（11.14）
	

	Ln(FDI)
	-0.11
（-0.20）
	-0.90**
（-4.68）
	-0.35
（-1.98）

	Ln(FDI)×Ln(R&D)
	
	
	1.72***
（14.19）

	Ln(Human_cap)
	-3.67
（-2.19）
	-2.79**
（-4.18）
	-1.61**
（-3.45）

	Ln(R&D)
	0.81
（0.40）
	0.36
（0.42）
	-2.40**
（-4.20）

	Ln(Economic_open)
	0.01
（0.04）
	-0.03
（-0.45）
	-0.50***
（-9.88）

	Ln(CPI)
	0.10
（0.87）
	0.18**
（3.62）
	0.15**
（3.84）

	Ln(Financial_mar)
	-1.43*
（-2.49）
	-0.60*
（-2.60）
	-0.31
（-1.76）

	常数项
	-1.55**
（-4.88）
	-1.61***
（-11.48）
	-1.44***
（-14.70）

	AR(1)
	-0.91**
（-5.03）
	-1.04***
（-10.87）
	-1.09***
（-17.20）

	Adj_R2
	0.9344
	0.9863
	0.9913

	S.E.
	0.2549
	0.1166
	0.0930

	D-W
	1.9998
	2.2921
	2.3025


注：（1）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2）AR（1）为滞后1期的误差项；（3）*、**、***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改革”广受关注的背景下，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分析并检验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基于宁波的代表性意义，以宁波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样本为实证依据，本文发现，第一，当前宁波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仍偏低，换言之，宁波经济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TFP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不同路径因素对TFP的影响呈现一定差异，具体而言，“造血式”路径中的人力资本和R&D投入对TFP有促进作用；“输血式”路径中的出口贸易对TFP也表现出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和FDI对TFP有抑制作用。第三，影响TFP的“造血式”路径和“输血式”路径具有显著的联动效应。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进口贸易和FDI对TFP的促进作用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Keller，1996；张海洋，2005）[48][47]，沿着这个思路，本文构建了，“造血式”路径和“输血式”路径的关联机制模型，经过多层面的交互效应检验发现，“造血式”路径2个指标和“输血式”路径3个指标的两两交互项均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以上结论均有较好的稳健性，这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5.2  政策启示
本文的政策含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总体而言，TFP对宁波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较低，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创新及制度创新，破除制度因素对生产力的束缚，激发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为此，一方面仍需对创新主体的理念加强引导，另一方面还待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评价方法。按照国家科技创新的统一部署，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科技资源，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创新管理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建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机制设计有弹性、高效运转的科技创新体系。（2）在提高TFP的不同路径中，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多管齐下，同时也要扬长避短，在加强对各影响因素均衡管理的同时，还要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做细致检测，既充分发挥促进TFP增长的“外源动力”和“內源动力”长处，同时也对负面影响做针对性的诱导。（3）“造血式”路径和“输血式”路径两者存在交互效应，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职能部门的协调能力，以致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另外，不能顾此失彼，而需要全面考量，对内，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创造新供给，培育新需求；对外，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战略，利用国际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最终在不同路径的紧密衔接和相互促进中凸显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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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蒂莫西·泰勒著的《斯坦福极简经济学：如何果断地权衡利益得失》第13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第1板。


�数据来源于《宁波市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同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浙江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目标分别为60%和65%。





�和讯网：�HYPERLINK "http://forex.hexun.com"�http://forex.hexun.com�。





�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这种规律性转移事实上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正是第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够释放这两个产业的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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